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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法主体地位及其缔约权限
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和广泛的缔约权是世界上其他类似实体无法比拟的。直至1842年，作为清政府以前历朝历代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不是国际法主体；英统时期香港拥有派生的、部分的和个别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九七之后，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继续享有这种资格，并得到法律的坚实保障和在范围上的扩展。对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和广泛的缔约权限的界定,可以使香港在国际法上的行为/行动能力更加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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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ong Kong’s Legal Status and Treaty-making Compet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bstract: The SAR Hongkong enjoys a high grade of autonomy and a competence for agre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like no else comparable polity worldwide. Hongkong as a part of the imperial empire of the middle was no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the colonial lordship of the United Kingdom possessed Hongkong derivative, partial and particular subjectiv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has been statutorily protected in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97 and continues in larger extensiveness in the practice. Through the wide competence for treaty co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ecomes the ability of action of the SAR Hongkong on the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arti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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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香港曾被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达一个半多世纪之久，此所依据的首先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当时的中国清政府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大英帝国。双方随后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中方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凭借1898年《展拓香港届址专条》，英国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深圳河以南地区以及附近230多个岛屿（以上地区后称为“新界”），为期99年。至此，英国占领整个香港地区。[1]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已就此问题展开谈判，但1945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早日归还香港的谈判暂时搁置。[2]鉴于上述租约于1997年6月30日期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英双方频频就香港的移交方式等问题进行谈判。自1997年7月1日起，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在国际法规定了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的同时，一国或一个区域实体的国际法上的缔约权限问题主要由国内法决定。鉴于国际法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尊重和实行，有些意欲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损害国际法的国家和政客“必须清楚被视为违反国际法者的法律后果和政治后果”[3]，因此，他们通常努力使本国的国内法律规范符合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对于一向以来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的香港，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强烈要求其“在未来保持和平与繁荣”[4]。澄清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问题，将有助于为国际社会参与香港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国际法上的根据，使香港的经济繁荣和自治的特殊地位不仅在事实上，亦在法律上得到长期的维护。

本文研究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及其缔约权限问题，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英占前、英占中和九七回归后。在简述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不拥有国际法律主体地位之后，将讨论香港在英占时期是否拥有一定的国际法律主体地位，然后涉及该问题在九七之后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从实践的角度探讨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际法上的缔约权限问题，包括香港缔约权限的成立和范围、机关和程序、国际条约的有约必守原则和国际条约在香港的属地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及法律责任。本文还将评介199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并讨论以下问题：中国对国际法及其基本理念的态度及其转变、香港国际法律主体地位特征的变化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法上的缔约权限的内涵和可能的法律效果。文章最后探讨并总结香港国际法主体地位及其缔约权限的“高度”性和两者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在历史上，香港从未被视作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它不符合作为国家前提的三要素说[5]或四元素说[6]，即拥有人民、领土和有效的政权及主权。但是，依据国际法的有关理论，若香港是一个联邦国家的成员国，则它有可能是国际法的主体。

（一）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至1842年）
法律主体和权利能力是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基础之上。[7]法律主体具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并能够成为权利和义务的承载者，能够参与到与其他法律主体或客体的法律关系当中去。此种能力只能由法律赋予。一般地说，国际法的主体指有能力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并有能力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实体。[8]由此，特定主体的国际法律主体地位赋予该主体以参与国际法律关系、成为国际法律权利和义务承载者的能力，使其拥有权利能力。与国内法的规定一样，在国际法中，特定主体拥有行为能力的前提是拥有权利能力。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只对拥有权利能力的主体有意义；对缺乏行为能力的主体而言，它的权利能力不受影响。所以，拥有行为能力并不是国际法律主体的根本特征，此能力的丧失并不损害它的权利能力和法律主体地位。[9]
根据香港的历史、地理和行政发展史，直至1842年，香港是中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在历朝历代的中央集权统治下，针对第三国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由中央政权掌握，中国作为唯一的国际法主体代表全国的利益。遍查历史记载和学术文献中关于国际法律主体地位的各种理论，没有任何根据表明，香港在那些时代曾经拥有过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

（二）香港作为英国统治的地区（至1997年）
1、香港是否曾拥有国际法律主体地位？
根据国际法的通行理论，国际法主体首先是指独立的国家；同时，一个联邦国家的成员国也可以拥有国际法主体地位，前提是该联邦国家的宪法和宪法实践赋予这些成员国以参与国际法律交往的必要的独立性，并且，该独立性被国际社会所承认。[10] 当然，由于赋予它们的国际权利和义务通常是有限的，所以它们仅拥有部分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因此，作为英国统治下的地区，若香港是一个联邦国家的成员国，则它可能被视为国际法的主体。该国际法主体性的宪法性前提要件则是由英国授予香港独立缔结国际条约的权限。不过，因为英国没有成文宪法，相关的书面法律文件很难找到。而且，即便是一项可能被载入与第三国签订的某国际条约的相关议会声明或一般许可也不存在。事实是，英国从未（书面）反对过香港缔结国际条约。这表明，英国政府实行的是默示许可政策。[11]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只有在第三国愿意与之缔结条约的时候，才能以缔约方身份出现在国际层面上。若缺乏这种通过缔约所表达出的承认，则香港不能声称自己的缔约方身份及国际法主体资格。此例至少适用于不接受香港的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国家。但是，在香港的历史中，它曾与他国缔结了许多商贸协定，其中有许多双边协定。双边协定的缔结表明了缔约方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因为与加入国际组织的情况不同，这里缔约方的直接合作是绝对必要的。[12]此类协定包含“附义务效果的条款”[13]，因此具有“对香港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创设性效果”[14]。此外，有一种意见认为，加入国际组织的后果之一是承认某实体的国际法主体资格，[15]则香港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也可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来实现，[16]因为英统下的香港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却是各种国际组织的成员，例如亚洲发展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7]和世界气象组织等等。

作为国际组织的完全成员，面对组织内的其他成员方，香港有义务履行它所承担的各项义务；与此相对应，组织内的其他成员方在面对香港时有义务依据所缔结的协定或条约行事。此举的法理依据是，国际组织的各成员方通过签订特定协定或缔结特定条约互相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至于其他成员方对香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承认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18]或是根本否认，最终可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如何，各成员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由此可以认定，香港曾拥有国际法主体资格，虽然它不象国家所拥有的那样具有完全性的特征。

2、香港国际法律主体地位的特征
如前所述，对于香港在英占时期是否曾拥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该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法律特征，是原生的还是派生的，是有限的（部分的）还是无限的（普遍的）？一国际法主体资格是原生的还是派生的，取决于它的来历。国际法的主体，若它的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由其自身创设而来，则它是原生的；若此能力是由原生的国际法主体创设并赋予，则它是派生的。[19]香港的国际法律主体地位取决于其独立缔约权限由英国授予、缔结国际条约的能力和行为以及其他国家的承认。由此可见，香港的国际法律主体地位不是原生的，因为它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并非象其他国家一样产生于其自身，而是派生于其它法律行为。

按国际法主体性的范围可将其分为拥有有限能力的和无限能力的国际法主体，即部分的和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20]原则上说，拥有无限能力的国际法主体必须是国际法律关系中全部权利和义务的承载者，这在国际法中通常指国家。因为它们仅只依据国家作为“被承认的、在政治上合法地被组织起来的地域及人的联合” [21]的特性而成为国际法律关系的参与者。若该主体仅由于个别的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而得到主体资格，[22]则该国际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可以被限制，即成为部分的能力，它的主体资格因而是有限的。作为部分国际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承载者的国际法主体仅拥有部分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而原则上拥有全部国际法律权利并承担全部国际法律义务的国家拥有完全的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它们被允许也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权限通过有关章程或协议将该权利和义务的一部分转移或赋予给其它主体。由此，这些新的权利和义务的承载者可以成为部分的国际法主体，[23]它们被赋予了部分的国际法主体性。

所谓“特别的”或“个别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指仅得到一些国际法主体承认的主体的资格。在国际关系中，赋予这些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仅适用于特定范围内的国际法主体群，即那些承认的主体。[24]如此创制出来的主体拥有“特别的”或“个别的” 国际法主体性，仅被个别国家和组织承认。[25]香港虽然被允许与第三国签订商贸协定，但在由英国政府负责的外交政策领域没有任何权限。这一权限限制可以作为香港拥有派生的、部分的国际法主体资格的佐证。[26]此外，由于它仅被 与其有法律关系的缔约方所承认，香港只能被视为“特别的”或“个别的” 国际法主体。

（三）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1997年至今）
香港政治状况的发展既是中国政府也是国际社会意愿的结果，同时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但是，中国对国际法有自己的理解，它与欧洲政界和学者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止，中国一直怀疑西方的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当时的苏联曾联合要求建立一套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国际法。直至1971年中国的联合国缔约国地位得到恢复，中国才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观念，并几乎完全认同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27]但是，三项基本理念仍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中不容动摇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当其冲的是国家主权观念，有国外学者描述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在三项神圣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对等原则印记下被归结为近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五项基本原则”。[28]第二项基本理念是，历史上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必须被废除或通过协议予以替代。最后，对中国来说，“有约必守”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似乎特别重要。根据前者，中国容忍了领土主权不完整的状态长达99年之久；而根据后者，中国政府和学届认为，法学理论上的届定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从先于理智中或道德中推导出事物自身的合法性，使自然法最终优先于法学家法。[29]
中国对国际法理解的基本理念表面上看并不影响香港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因为中国国际法学届相比较而言更重视下列问题：19世纪割让香港的条约是否有效，由此香港是否应该归属中国。而事实上，许多国内学者尽量避免谈论所谓的“香港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问题（而对该问题许多国外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30]，取而代之的是谈论香港的回归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31]（这当然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可见，影响还是存在的。

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继续享有派生的、部分的和个别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此点基于国际法的基本教义并未随之改变。所不同的是，香港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得到了三项法律、条约和协定的保障，即在宪法上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中国1982年宪法”）第31条、在国际法上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下称“中英联合声明”）和在一般法律上199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香港基本法”）。[32]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主体资格的范围远远广于英统下的香港，下文关于香港在国际法上的缔约权限问题的探讨将详述这一特征。

三、香港在国际法上的缔约权限
（一）英占时期香港的缔约权限
从广义上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系列类型的地区可以被归入特别地区的范畴内，例如：一国政府的直辖地区、联邦国家的联邦州、被保护国、被保护地区、托管地区、事实统治地区（de facto-Regime）、自由市、国际化地区、国际行政地区、非军事化/豁免/中立地区、本国境内的他国领土/他国境内的本国领土、殖民地、几国共管地区、租借地区和自治地区等。[33]这些地区的条约之法各不相同，依有权机关所颁布的许可内容而定。通常，它们在条约法上的权限和范围是受限制的，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只有在主管机关同意或批准后才能生效。因此，主管机关必须对条约负连带责任。

虽然英统下的香港拥有有限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但是它自己基本上不享有缔结国际条约的权限。根据大英帝国殖民地宪政的一般原则，英国政府自己保有此项权力。[34]即便如此，香港还是缔结了许多国际条约。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必须追溯到香港在国际法上的特殊地位。在实践中，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借调香港政府的政治顾问（Political Adviser）负责香港的对外关系事务，它为香港建立与外国的关系，基本上是经济和贸易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35]基于经济上的需要，香港长期保持了这些关系。

香港对外经济方面的行为能力也基于它在国际法上的特殊地位，与此相应，香港参与签订了各种不同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并被接纳进许多国际组织。[36]先期的一些国际条约的签订是得到英政府的事前同意的，后来的一些没有。[37]因此可以说，香港与第三国的条约基本上由英政府出面签订，但在特定领域里，香港自己作为缔约方独立参与双边和多边协议，并附有英政府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行为。由此可见，英国承担有关的条约责任。

（二）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限
1、香港缔约权限的根据和范围
与英统时期的情形相反，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国际条约缔结权，它比1997年回归前的有限的权限要广泛得多。如上所述，香港在英国统治下享有派生的、部分的和个别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此点在九七之后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于中英联合声明第3款第10条[38]并附件一[39]第6条被赋予一般意义上的独立的缔约权限——与第三国、地区和国际组织维持和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同时，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16、133、134和150-155条，在与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发生对外关系方面，它还被授予了具体的单项权限。借助于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如果涉及香港的自身利益，它有权参与有关外交和国防事务，[40]但它的缔约权限不得超出中央人民政府的明确授权框架或基本法明文规定的范围。据此，香港可以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41]此外，香港被授权与第三国缔结航空航运协定。[42]根据基本法第15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可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直接涉及香港利益的外交谈判。香港缔约权限的外延特别见于基本法第151条，根据它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权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交通、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与第三国和地区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缔结条约和履行条约义务。不仅如此，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1条，香港还可以与第三国就互免签证事宜签订协议。[43]
必须说明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脑无权自行扩大缔约权限。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国际条约缔结权限的功能和作用何在？它的内涵，即内在“含金量”如何？首先，就法律的稳定性和立法技术而言，与英统时期未成文的权限相比，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缔约权限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香港政府被赋予了比九七之前广泛得多的各项权限，它因此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自由运作空间，为香港在国际交往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权限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而来。[44]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允许掌管和使用这些权限，仅此而已。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权限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5]对此，香港特别行政区仅享有有限的倡议权。[46]
2、香港缔约权限的执行机关和程序
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下称“缔约程序法”）执行。此法依1982年中国宪法制定，[47]于1990年颁布实施。根据缔约程序法第3条，外交部主管中国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具体事务，但是是在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并由国务院与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而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国家主席签署执行。[48]该法没有关于法律效果和法律责任的条款。

迄今为止，尚无任何法律法规对香港缔约权限的执行机关和程序作了规定。原则上讲，与缔约程序法中规定的原则类似。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香港可以独立地与第三国进行谈判。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外交部”，所以由有关机关在律政司国际法部的协助下主持谈判工作。[49]香港特别行政区缔结条约的程序分双边条约的缔结和多边条约的缔结两种情况。[50]在缔结双边条约时，若谈判内容是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1条置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之下的课题，则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己派员谈判并签订；否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下称“特派员公署”），请求许可/同意。[51]这些申请将被逐个审查，与此相应的，授权也逐个提供。内容重复的条约和协议是例外，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每年与他国谈判并签订的多个航空服务协议。对于此类协议，由主管的政府机关（航空服务协议由经济服务局主管）制定一份欲与之谈判的合作伙伴清单，并将其作为授权申请的附件一并提交。为此而发放的授权可以多次适用，不必再次申请。在缔结多边条约时，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在为此而设立的机关登记要求参加，或者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予以协助。如果申请得到批准，将成立一个中国代表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可以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条约的谈判。[52]在此种情况下，特别行政区自己决定接受或拒绝哪些协议条款。

在实践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每年都要制订一份计划谈判的项目清单，并将它与上述申请一并提交；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就单独一个项目制订清单。[53]申请和清单将首先由特派员公署审核，然后提交中央政府。整个谈判工作在政务司的领导下展开，而律政司具体主管司法的和国际法的问题以及文本的翻译工作。与此相应，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团由每个相关部门的各一至两位代表组成。在交换条约文本时，一般建议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文本作为正式文本使用。由于习惯上该文本不是用中文而是用英文写成，因此，对其他缔约方不存在任何语言问题。[54]在谈判成功之后，条约或协议的文本将由代表团团长——通常是政务司的第一主席——草签。[55]对于特别行政区通过派代表到中国代表团中参与谈判的多边条约，由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56]在中国和香港同时是缔约方的情况下，各自签署。[57]最后，条约或协议文本需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每个政府职能部门独立地负责一定的领域。它自己决定，一项待谈判国际法条约是否属于特别行政区的权限还是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在后一种情况下，该条约应事先被列入待谈判的清单，并随申请提交给中央人民政府。若一项条约牵涉到多个领域，则各个有关部门共同协作，一起商议决定。这就是说，没有哪个部门可以独自作出所有的决定。虽然如此，政制事务局（“Constitutional Affairs Bureau”）在特区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还是经常起到联络中心一样的枢纽作用。特派员公署拥有类似的功能。[58]有时侯，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特派员公署提出建议，通过政制事务局询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否有意使某项条约适用于特区或参与该条约的谈判/起草工作。[59]
律政司国际法律科在缔结条约中的作用。律政司在缔结条约事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依要求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机构提供法律建议。其国际法律科下属的条约法律组（“Treaties and Law Unit”）是参与条约缔结程序的主要工作单位；而司法互助组（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Unit”）虽然有时亦参与条约的谈判工作，但主要参与补充协定和条例的施行工作。与条约有关的工作主要包括谈判和提供咨询意见，涉及多边或多边条约时，律政司的律师和咨询专家参与谈判和起草条约文本，协助有关部门决定，哪些条约应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后，他们协助制订新法或修订现行的法律法规，以使该条约在香港得到顺利施行。[60]最后，他们还为政府部门就某些条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提供司法意见和建议。

3、国际条约的遵守和适用原则
虽然在缔约程序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均找不到关于“条约必须遵守”原则[61]的明确规定，但是，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仅由此便可知中国对国际条约的遵守原则，即如果中国对国际条约未声明保留，而且不违背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62]
4、国际条约在香港的属地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
对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香港参加该条约时的身份。若香港自己作为缔约方参加条约，则它享用各该项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若中国是条约的缔约方而香港不是，且条约的效力及于香港，即便香港当然负有遵守条约的义务，[63]仍由中国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由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9条的规定，这里的情形并不是例外。[64]
鉴于香港基于“一国两制”原则的特殊地位，在条约中通常会附加一项条款，即：如果一国拥有两个或多个实行不同法律体系[65]的地区，且该法律体系适用于本法所调整的事项，则该国可以在签署、批准、接受、同意或加入条约时声明，该国际条约适用于其全部领土或者仅适用于其一个或多个地区；并且，该国可以通过在任一时刻发表不同的声明来更改前一项声明。[66]每项声明必须提交给条约保管机构，并指明其所适用的地区。[67]由此，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权利，通过声明来使一项条约适用或不适用于它。而向条约保管处提交声明的作法并不意味着香港的决定权，它仅起到通知的作用。

四、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与其缔约权限之间的关系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第二章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而下列规定适用于外交关系：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12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第13条第1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对国防和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第19条第2款）。此外，中央人民政府还负责香港的防务（第14条第1款），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第15条）。

虽然，作为一座城市，香港基本上拥有与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相类似的地位；而作为特别地区，香港的地位与中国的第一批特别经济区相似，例如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但是，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开创了中国行政区划历史的先河，它享有无可比拟的高度自治权。不过，就香港真正的自治地位而言，它还缺少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权限的清楚而确定的划分。[68]纵观基本法，有学者指出，相比于制定措施去防止中央人民政府削减特区的自治程度，基本法似乎更着眼于阻止香港特别行政区超越赋予其的自治权限。[69]
（二）“高度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及其缔约权限？
如上所述，法律主体地位由有关的法律规范确定，国际法律主体资格的内涵是特定主体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并成为国际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承载者的能力。行为能力可以从权利能力派生而来，但不仅仅从权利能力派生而来；缺乏行为能力并不影响权利能力的继续存在。缔约能力是一主体的行为能力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派生的、部分的和特别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在英统时期亦然。基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且根据基本法第2条，在区内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此外，它在国际层面上享有广泛的缔约权限（详见前文三、（二）1中的内容）。相比之下，诸如美国、德国、奥地利的联邦州及其他特别地区并不享有或不完全享有这些权限，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享有更高程度的国际法主体性和更强的缔约能力。

殖民统治通常以被殖民地区争得自由和独立而终结，而香港却是例外。有学者指出，香港的命运，确切地说，是六、七百万香港居民的命运，是在香港居民未参与的情况下决定的。不论是伦敦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不准备在谈判中考虑香港居民的意愿和想法。[70]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至少中国政府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71]而民族自决权的确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72]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地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赋予，在法律上得到了中国1982年宪法、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三重保障。由于香港的自治地位源自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的权力，自治的程度亦取决于中国领导层自愿的自我限制，即不去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中国政府恪守了承诺。在有关法律明文规定了高度自治的界限[73]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利益一如既往的高于一切其他利益，因此，它是衡量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及其相关权限程度的标尺。而法律条文的不同表述对此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74]
香港的现状将先保持50年不变，[75]这条规定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自1997年7月1日起收回对香港的主权，而香港实际上既未自愿加入中国，也没有机会脱离中国。[76]即便在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之前，中国已经由于供水设施的缘故控制了香港地区的命脉。而中国赋予香港地区以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地位，则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应该证明，“一国两制”政策是有效和成功的。若将香港与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驾齐驱，则没有必要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和颁布香港基本法。人们有理由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多次多方强调的“一国两制”政策充满信心，它将被坚定不移地、成功地执行下去。[77]
（三）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对其缔约权限的影响
至于中国政府和许多国内学者尽量避免谈论所谓的“香港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问题而更喜欢讨论香港的自治权，可能是出于担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分国际法主体地位可能会损害整个中国的国家主权的缘故。这种担心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均是毫无根据的。法律主体地位表明一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并成为权利和义务承载者的能力，仅此而已。而且，作为主权的标志，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香港的外交和防务。

事实上，无论人们承认还是否认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依香港基本法获得授权，在许多领域里缔结国际条约。另一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基于其被普遍承认的特殊地位——可以在法律的稳定性和条约的有效性方面对其他缔约方起到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受到它们的欢迎。尤其是国际社会对香港发展的关注和参与，将由于香港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明确化而在国际法上有根有据，减少不必要的磨擦，影响中国乃至香港的国际形象和声誉。若如此，香港在国际法上的缔约权限和行为能力将可以得到更好地维护和发挥。[78]
五、结语
香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和广泛的缔约权是世界上其他类似实体无法比拟的。直至1842年，作为清政府以前历朝历代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不是国际法主体；英统时期香港拥有派生的、部分的和个别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九七之后，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继续享有这种资格，并得到法律的坚实保障和在范围上的扩展。对香港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和广泛的缔约权限的界定,可以使香港在国际法上的行为/行动能力更加清晰明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1997年）和澳门特别行政区（1999年）所获得的许多特殊规定和独特权能，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国两制”方案的根本意义和主要目标所指，即取得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统一台湾。而中国领导人如此大力宣扬和保证“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政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也将认真尊重和执行其他国际法和宪法等法律规范，帮助中国在实现法治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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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原理研究》，课题编号05CFX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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